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 

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内 容 提 要 1924年国民党师俄改组后，“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 

必须由直接选举产生。随后，国共关系破裂，华北局势动荡使选举制的实践历经曲折 

与变异。抗战之初，国民党曾一度明文暂停省县选举，虽时隔不久再度重启，选举制却 

已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其中，以朱家骅与C C 系在地方党部的竞争为主线，亦 

掺杂了三青团、政学系与地方实力派等多种势力的较量。在党内民主外衣的遮蔽下， 

各方为赢得选举，不惜僭越制度，操纵选举。最终，选举制的恢复不仅未能使党务振衰 

起弊，反而导致党内派系矛盾彻底公开化，地方权力秩序陷于混乱，将国民党引入更加 

危困的境地。

关 键 词 国 民 党 选 举 制 朱 家 骅 C C 系派系斗争

1924年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开始采行“民主集权制”的组织原则，规定每一党员有参 

与党内一切问题的决议和选举各级党务机关的权利％"此等全党党员参与共同讨论决议及选举之 

制度，即所以保证民主主义之实行。”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颁布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以 

下简称“《总章》”）首次确立了党内选举制的基本原则，规定各级党部委员均须由各级地方党员大 

会或代表大会选举产生。②这一关涉和维系国民党党机器运转的基本制度，既区别于改组前党的 

体制，也有别于同时期国民政府的人事制度。

然而，目前学界对国民党的党内选举制及其实际运作情况关注不够。既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4年1 月），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8 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5 

年版，第1 1 3页。
②  内中第七条规定：$地方党员大会、地方代表大会及全国代表大会须各选出执行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执行党务。”

1 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总章》第4 5、5 4条，分别赋予省、县代表大会的职权之一，即选举省、县“执行委员、候 
补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1 9 4 5年，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虽对《总章》再做修改，但仅增添了省、县委员 
‘‘人数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定之”的要求。《中国国民党总章》（1 924年1 月2 8 曰）、《中国国民党总章》（1 9 2 9年3 月2 7 曰），荣 
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 985年版，第23、669—6 7 1页；《中国国民党总 
章》（1 945年5 月1 6 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曰报出版社1 985年版，第947— 
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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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选举，对地方党部的选举实态几乎未曾涉及。① 

其中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相关资料的欠缺%—方面,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地方党部档案因时局动 

荡留存较少;另一方面，因党内选举与派系斗争密切相关，而派系在国民党政治文化中并不具有 

“合法性”，派系竞逐多在幕后暗箱操作，一般公文档案中鲜见文字记录。

所幸的是，抗战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朱家骅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私人往来信函，内 

中存有大量战时国民党人事派系纠葛的内幕材料。本文主要利用朱家骅档案中，地方党务干部就 

选举事宜与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往来函电，以及蒋介石、陈果夫、陈布雷、王子壮、王世杰、熊式 

辉等相关涉事人物日记，以抗战时期国民党省级党部选举，尤以福建、江西等省情况为研究主体，将 

选举制作为观察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一个剖面，尝试揭示地方选举过程中的各类明规暗则，进而剖析 

国民党在“民主”外衣包裹下，党内派系斗争的真实内里。

一、国民党选举制的演进与变异

1924年后，国民党在若干条件成熟的省份相继举行省、县代表大会，选举党部执行委员与监察 

委员。1925年 7 月，江西召开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成立了省执行、监察委员会，是全国较早践行 

直接选举制的省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背景下，经选举产生的16名执、监委员中，有 12名中共 

党员与共青团员。② 1926年 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因不满江西省党部实权操之于中共 

党员之手，调派国民党右派江西籍人士段锡朋、洪轨等回赣办理党务，并限令克期改选省党部。③ 

1927年 1 月 1 日，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召开，中共跨党人士方志敏等5 人及部分国民 

党左派经选举当选为省党部执、监委员。翌日，蒋介石命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果夫制定限制选 

举办法，以使省党部人选决定权归于中央。④即便如此，在重新选举时，方志敏、李松风等中共人士 

仍然当选。蒋只得以圈定的办法，任命段锡朋、周利生等17人为江西省党部委员，其中仅有的3 名 

左派人士为表抗议宣布退出，使江西省党部完全沦为右派党部。⑤

除江西外，同时期的广州特别市党部与广东省党部的选举也出现违规操作。1926年 1 2月，中 

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运用军事手段，解散了广州特别市党部，另委李济深、甘乃光、 

曾养甫等人组织特别委员会筹备改选。& 中共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认为，张无权解散原市党部及委 

派特别委员会，由特委会办理的选举亦属无效。⑦ 1927年 1 月，广东省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选出执

①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韦慕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3 )，台北，《中华民国建国 
史讨论集》编辑委员会1981年版;王良卿：《派系政治与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第六届中央执行、监察委员选举为中心 
的探讨》，台北《国史馆馆刊》1996年复刊第2 1期；王奇生：《国民党中央委员的权力嬗蜕与派系竞逐》，《历史研究》2 0 0 3年第5 

期；王良卿：《改造的诞生》，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2010年版；郑会欣：《党内竞选与派系斗争—— 亲历者笔下的国民党“六全” 
大会选举》，《史林》2018年第5 期。

②  1926年3 月，江西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时，未对省党部委员进行改选，仍由第一届成员担任。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第9 1页。

③  《江西年鉴》，江西省政府统计室1936年编印，第1 1 2页；《蒋总司令在赣开联席会议》，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 2月13 

日，第3 版。
④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 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5 5 0页。
⑤  选举办法规定，执行委员应由中央执行委员指定1 8人，代表大会选出1 8人，再由代表大会签定2 7人，监察委员由中央执 

行委员会指定6 人，代表大会选出6 人，再由代表大会签定9 人，最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圈定执委9 人、候补执委3 

人、监委3 人、候补监委2 人。《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9 2页。
⑥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州市志.地方组织卷》第1 1卷，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580+ 5 8 1页。
⑦  《江苏、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省党部代表请取消违反选举之各省市党部选举另行改选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 

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 3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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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候选人45人、监委候选人15人，再由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圈定出1/3正式人选。在得票最高 

的前8 人中，多人为跨党的中共人士，但最终仅1人当选。①

鉴于上述情形，1927年 3 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江苏、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省代 

表要求中央改选经违规选举产生的各省市党部此次广东省党部、江西省党部代表大会所选举之 

执、监委员，不照章选举，而皆由中央主政之一、二人，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限令加倍选 

出数十人，称由中央组织部加以圈定，是本党有严密组织及森严纪律之革命党，成为私人任意操纵 

之私党!”②

在国民党左派主持下，大会裁定广东、江西、广州市党部的执、监委员选举违背总章，由中常会 

下令从速改组。③继而又公布了处理江西问题的八项办法%“停止江西省党部职权”“严拿反革命 

凶手与反革命暴徒”“开除段锡朋、周利生二人党籍，并由政府通令拿办”，任命方志敏等为中央特 

派员，代理省党部职权，重新召开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新任省党部委员。但 

在随即到来的“四一二政变”浪潮席卷下，中共人士与国民党左派未及就职，新组建的省党部即被 

颠覆。④

1927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域逐渐扩大，蒋介石之所以对广东、江西等地党部 

选举加以干涉破坏，主要目的为限制党内中共势力，是其清党反共的前奏。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 

在左派主导下，对蒋的权力有所牵制，并取缔了“非法”选举产生的省市党部，但并未使国民党地方 

选举恢复正轨。该年底，蒋介石与黄郛商议%“停止各省党部，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新派员组 

织。”⑤1928年 2 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议，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各省及相当于省 

一级的党部，由中央派党务指导委员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一切党务事宜。©

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以及蒋介石在党内根基的日益稳固，《总章》规定的直接选举办法 

被束之高阁。1928年 6 月，国民党中央颁布《中国国民党省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法大纲》（以 

下简称“《选举法大纲》”），重新制定选举办法三种：

甲、在全省代表大会中，中央除临时派员出席监视外，得完全采用直接选举制，由各代表按 

照中央规定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人数选举之。

乙、由中央提出执监委员人数加倍之候选人，省代表大会于中央提出之候选人中按照中央 

规定之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人数选举之。

丙、由省代表大会先行预选中央所规定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人数加倍之候选人，中央于候 

选人中按照规定之人数圈定之。⑦

至于各省究应采用何种办法，则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依据各省党务发展状况决定。《选举法大 

纲》的出台无疑是国民党清党后遗症的体现，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制，使中央无法掌控各省执、

①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47+ 8 4 8页。
②  《江苏、安徽、直隶、山西、河南等省党部代表请取消违反选举之各省市党部选举另行改选案》，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 

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 3 8页。
③  《关于取消违反选举之各省市党部另行改选决议案》（1927年3 月1 7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 

央全会资料》上册，第3 3 2页。
④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92+ 93、2 7 4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27年1 2月1 8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⑥  《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1928年2 月4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5 2 1页。
⑦  《中国国民党省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法大纲》（1928年6 月1 8 日），《中央党务月刊》1928年第2 期，第219+ 2 2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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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委员人选，不能保证党部的“纯洁性”。为防范中共势力渗透，国民党只能利用选举制的名义，以 

圈定、委派等手段任命各省党部委员。

1929年 3 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召开前夕，各省依照上述办法，陆续组建省党部。如广东、广西、 

山东、山西、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均应中央要求采用乙、丙两种选举办法。①真正符合《总章》规定 

的甲种直接选举法，基本未被实行。因此，战前国民党实际采行的是中央控制下有限度的民主与受 

限制的选举。1931年初，蒋介石曾有使“各省党部选举绝对自由，不再圈定”的想法，但并未付诸实 

践，1928年的《选举法大纲》仍大行其道。"

1933年 1 月，《豫鄂皖剿匪区内暂行党务整理纲要》颁布，命令“剿匪区”内所有选举事宜一律 

暂停。③ 3 月，国民党中央又以抗日工作紧张为由，令华北12省市党部暂停一切选举活动。④自 

1928年《选举法大纲》颁行至1933年底，选举制度的变革造成地方党部组织形式参差不齐，曾有学 

者对这一时期各省市党部委员产生方式做过统计％

表 1 省市党部委员产生方式与其施行党部数

执监委员会
党务指导 

委员会

党务整理 

委员会

特派员

办事处

省市党部 

设立总数

1929年 12月的

省市党部建立状态

选举%0

圈定%8
委派% 14 委派%7 委派%2

31

小计% 8 小计% 14 小计% 7 小计% 2

1933年 12月的

省市党部建立状态

选举%9 

圈定%5
委派%7 委派%6

委派%4 

其他%2 33

小计% 14 小计% 7 小计% 6 小计% 6

说明：表中所列“选举” 一项，系指“甲种”直接选举办法。资料来源：王良卿'《改造的诞生》，第 4 9 页

由表1 可知，国民党省市党部组织的产生方式是选举制与委任制并行，执、监委员会，指导委员 

会，整理委员会，特派员办事处等多种形式共存，名目混乱。多数省份虽已成立执、监委员会，但基 

本由“选举一圈定”的方式产生。即便如此，国民党中央也仅将“民主选举”的机会，给予那些已能 

较好掌控的省市党部。这些地方在选举时亦难逃派系力量的操纵，C C系便利用这一时机迅速扩展 

了基层党务势力。此外，被冠以“指导”“特派员”等名义的党部，也反映出国民党地方党部权力实 

际源于中央自上而下的授予，而非基层党员自下而上的赋予。这不仅是对《总章》“民主”原则的背 

离，更严重挫伤了党工的积极性，致使“党部负责人、党务工作同志，经常有与党内同志形成脱节的 

现象产生，使党部与同志有所距离与隔阂”。⑤

1936年初，因各地党部每以选举而起纠纷，“愈选举而派别之立更为烦多，训至不作正当工作

①  《各省市的选举和组织》，《中央周报》1929年第 3 3 期，第 4—5 页；《皖鲁选举执监委员》，《中央周报》1929年 第 3 9期 ，第 

9+ 1 0 页；《中央圈定浙津执委》《各地党部鉴消消息》，《中央周报》1929年第 4 0 期，第 15—1 6 页。
②  《蒋介石曰记》（手稿），1 9 3 1年2 月 1 5 曰。
③  《豫鄂皖剿匪区内暂行党务整理纲要》，《江西省政府公报》1933年第 5 7期，第 10—1 1 页。
④  华北 1 2省市党部分别是:冀、平、津、辽、吉、黑、哈、热、察、绥、北宁、平绥。《电华北十二党部》，《中央党务月刊》1933年 

56 ， 25 。
⑤  《李宗黄回忆录》第 3 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版，第 3 0 6页。

20



梁馨蕾/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而唯选举准备之是务，党务之无成绩而日趋没落”，国民党中央毅然决定改组各地党部，宣布停办 

选举，由中央委员担任特别委员或由原省市委员改任特派员负其责。杨永泰宣称如地方党部亦 

概由选举决定，自不免随时随地发生许多无谓的纠纷。盖党中同志，凡愿被选举为党委之候选者， 

自不能不各拉群众，以为选举之竞争。同志与同志之间，如有竞争，遂不免划成多少鸿沟，或足影响 

于党的整个团结。”①

国民党中央若欲停办《总章》所规定的省县党部选举，尚须全国代表大会授权。1938年 3 月，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规定，地方党部统一采行执行委员会制， 

省一级施行主任委员制，县一级采用书记长制。在整理期间，省党部委员可全由中央指派曾受训练 

之同志充任，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派中央监察委员常驻省党部执行监察职务;县执行委员会可只暂设 

书记长，由中央分配曾受训练之同志交省党部派充。②上述变更在提案时虽注明须修改总章，但大 

会审议不必修改，仅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妥议办法，由总裁施行。③

“委派制”是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做出的一项应急性举措，但作为奉行“民主集权制”组织原则 

的执政党，碍于《总章》要求，不可能长期回避选举。1939年 9 月，顾及外界观瞻，中央组织部以发 

扬“民主集权制”精神，提高党员为党服务的责任，充实下级干部，促进地方党务普遍发展为由，通 

告各地“除区分部暨区党部照旧实施选举制度外，拟于全国各省份中择其要区，逐渐实施县（市）省 

(市）选举制度”，实施日期则由中央或省县党部临时以命令通知。④但这一表态之后，再未见其他 

推进下文。1940年 5 月，四川省党部针对恢复地方选举问题咨询组织部时，得到的答复是%“关于 

如何改善选举，中央正在研究中，俟决定后再行函知。”⑤对于该年内各地要求办理选举的请示，组 

织部均以“法制在订定中，未准实行”作为回应。&

然而，既有先前之议，又有地方吁请，恢复选举已是大势所趋。1941年 3 月，中央组织部向中 

常会提请逐渐恢复省县代表大会及执、监委员选举。⑦随后，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在五届八 

中全会上亦提出％“现在党务之所以不能办好，是因为太集权，未能发挥民主精神，如县党部委员由 

省党部委派，往往不能得好干部，不如由下级活动，有能力之分子，可以组织党部，即可以当选。”⑧ 

就此，蒋介石在谈到如何健全党的组织、提高党员革命精神问题时做出回应%“上一周有几位同志 

报告中间提到恢复选举制度，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不过以为目前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选拔有 

方，任使得法，今后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如要任用人才，先要就党员里面来选拔，非到万不得已， 

不找党外的人。” ® 恢复选举虽已引起蒋之注意，但其尚未将此作为选拔干部的首要措施，而是更重 

视通过政府对党内人才的任用来调动党员积极性。

①  杨永泰:《今后党的工作途径》（1936年 3 月 2 日），杨璇熙编：《杨永泰先生言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 141页。
②  《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 3 月 3 1 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481+ 482 页。
③  《对于审查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有关修改总章部分之决议案》,1938年 4 月 1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 

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4 8 4页。
④  《拟订地方党部实施选举标准及程序意见》，《中央党务公报》1939年 第 1 卷 第 1 5期。
⑤  《函四川省党部关于选举问题》，《中央党务公报》1940年第 2 卷第 2 9 期。
⑥  《中央党务机关二十九年度工作成绩考核总报告》,194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特种档案，特 6/ 

56. 2。
⑦  《省县代表大会及执监委员选举原则案》,1941年 3 月 3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会议录》第 3 3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13 4页。
⑧  《王子壮日记》第 7 册，1941年 3 月 2 7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版，第 8 6 页。
⑨  蒋介石：《五届八中全会应有之检讨与努力》,1941年 3 月 3 1 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1 8卷 ，台

， 中国国民 中 会 史 会 1984 年 ，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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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后方各省党务整理已渐就绪，下级组织日趋健全，党员为党服务之情绪亦日益高涨”， 

1941年 4 月的五届八中全会还是决定恢复省县党部直接选举制。为避免重蹈覆辙与增多纠纷，同 

时制定五项立法原则:根据各地实际情形分别办理；由下而上逐步实施;规定候选人资格;采用无记 

名投票法;废除圈定办法。①从上述规定看，国民党中央虽恢复了省县选举，但未做具体实施与完 

成期限的说明，因而尚不具强制性。

1941年 12月，据五届九中全会时统计，仅广西、浙江、江西、四川、湖南5 省计划着手开展选举 

工作。②截至1942年 9 月，后方17省所属县及等于县党部的1258个单位中，经省党部依照规定选 

举完竣的县份，仅有浙江省49个县、云南省2 个市县、贵州省贵阳市、福建省20个县，尚不足总数 

的7 % 。© 这表明自1941年 4 月，中央宣布恢复选举后，全国整体进展迟缓，其中固然有受战时环 

境所限，难以开展的因素，但究其本质，与中央的推行决心与力度有关。

1942年 11月，五届十中全会前夕，中央委员萧铮与程天放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出％“各地党 

部派员则大权集于中央，努力于下级工作者日少，以致基础空虚。各地党部因中央主持者之不同， 

于是分歧转甚。各省代表大会迟不举行，党的民主精神无由实现，则下级基础渺矣。”据王子壮揣 

测，蒋介石始终不真正放手施行选举的原因在于％“务使地方党务一如中央部委某某所独擅，以收 

互相牵制之效。” $依王所言，蒋实行派任制的目的是欲将地方党委任免权，授予中央组织部部长朱 

家骅，借以达到制衡C C系旧有地方干部的效果。

五届十中全会期间，王秉钧等人公开质询中央组织部用人无标准，致使地方党部组织不健全。 

这无疑直指党务干部委任制存在的弊端，暗含要求全面推行地方选举之意。⑤回顾两年间，为恢复 

选举制卖力最甚者，如黄季陆、萧铮、程天放、王秉钧等人，无一不具C C 系背景，是重启地方选举的 

“最积极推动者”。其实早在五届八中全会前夕，C C系便开始频繁集会，商讨党务问题。1941年 2 

月，陈果夫参加区党部党务座谈会时，就有人提出中央近来用人太滥，领导方式错误，主张恢复选 

举。© 陈对此颇表赞同，并认为选举办法亦应改善。⑦

省县选举制虽在五届八中全会时已被恢复，但至十中全会时，在党内要求彻底恢复选举制的诉 

求日益高涨，党员干部官僚化问题渐趋严重的情况下，蒋介石才真正下定决心，命各地切实执行：

以后下级党部除有被奸党扰乱篡夺之顾虑等特殊情况者外，其各级负责干部务使之经由 

选举而产生，毋庸再由上级指派，本党中央会议凡有行选举之必要者，亦应选举。此项选举制 

之实行，亦为本党今后防制官僚化弊端之一法，故应切实施行。⑧

随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关于各委员提出意见甚多可取，其批评本党现状毫不客气，而且直

①  《恢复省县党部选举制度案》（1941年 4 月 1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693—694 页。
②  《九中全会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1941年 3 月一 1941年 1 2 月-，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组织工作》 

下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 4 5 6页。
③  《十中全会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1941年 1 2 月一1 9 4 2年 1 1 月-，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组织工 

作》下册，第 4 7 3页。
④  《王子壮日记》第7 册，1942年 1 1 月 6 日，第5 3 9页。
⑤  《王子壮日记》第7 册，1942年 1 1 月 1 4 日，第5 4 2页。
⑥  《陈果夫日记》（手稿），1 9 4 1年2 月 1 8 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下同。
⑦  《陈果夫日记》（手稿），1 9 4 1年3 月 3 1 日。
⑧  《对于党政工作总检讨之指示》（1942年 1 1 月 2 1 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19卷 ，第 3 7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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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坦白，凡关于余之缺点，应改正者，余皆允其实行，其中最重要者，各级党部除有特殊环境外，皆 

应恢复选举制，中央常委亦决用选举。”①据此，后方各省将筹备选举一事提上日程，推行效率大有 

改观。据中央组织部预计，至 1943年底，应有500县市以上可完成选举，加之1942年办竣的单位， 

总计可超过后方县市总数的一半。②蒋介石的决心与上下各级的重视，使国民党省县党部选举的 

推展看似势在必得，但其后各种运行实态恐怕是蒋起初所始料未及的。

回顾从1924年国民党一大至1942年五届十中全会，省县党部选举历经了确立、变异、暂停与 

重启等多个阶段。孙中山师俄改组国民党，所确立的“民主集权制”组织原则，要求地方党部须由 

直接选举产生。但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为清洗中共跨党人士、掌控地方党部，开始推行 

“选举一圈定”的办法。彼时陈氏兄弟作为党务领导者，利用这一时机使C C 系大面积占据了基层 

组织。抗战爆发后，受战争环境限制，国民党中央做出暂停选举的决定，改用委派制，遂使党务干部 

任免权转移至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手中。C C 系既有利益受到严重冲击后，开始主导恢复选举 

制，借以与朱方抗衡。五届八中全会时，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虽同意重启地方选举却尚有迟疑，直 

至五届十中全会才下令切实推行，但由此也为党内派系斗争提供了新的溃泄出口。

二、战时地方选举中的潜规则

国民党中央曾为恢复省县选举制定了明文规约，但一些条文或因缺乏强制性，或因概念界定模 

糊，为实际制度操作者提供了大量可资变通与解释的空间，直接为党内派系斗争创造了互相攻讦的 

道具，进而促使省县党部选举渐趋失控，陷入越选越乱、不可收拾的残局。

1941年 5 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简称“中常会”）通过的《修正省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 

举法大纲草案》规定，满足以下两项条件之一的省份可召开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省执、监委员％“甲、 

全省各县已有三分之二以上实施选举成立正式县党部者。乙、省党部认为有实施选举必要呈经中 

央核准者。”③在战时后方17省中，福建省所属的66个县市（除沦陷区外）率先完成选举，符合甲项 

要求，于 1943年 9 月召开全省代表大会，成为战时国民党控制区域内最早举行省选的地区。福建 

效率之高本应成为教科书式的范例，但经选举产生的新任执、监委员，却迟至次年3 月才得以宣誓 

就职，其中曲折颇值得探究。

依照选举法规定%“选举采无记名速记投票法，以得票较多者依次当选为委员及候补委员，票 

数相同时依抽签法定之。”④根据福建省代表大会选举结果，李雄、李黎洲、梁龙光等11人当选为执 

行委员。其中，书记长李雄得票数位居第一，这一结果当与其事先煞费周章地布置难脱关系。省代 

会前，李对选票采用统制分配的办法，劝导各县书记长切勿参加竞选，遂使整场选举变得异常单 

纯。⑤并大体与朱家骅事前交下的候选人名单相符，结果殊为圆满。&

①  《蒋介石曰记》（手稿），1942年1 1月2 1 曰。
②  《十一中全会中央组织部工作报告》（1942年1 1月一1943年9 月），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 组织工 

作》下册，第5 1 0页。
③  《修正省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法大纲草案》（1941年5 月1 2 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 

第3 3册，第4 8 9页。
④  《修正省执行委员及监察委员选举法大纲草案》（1941年5 月1 2 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 

第3 3册，第4 9 0页。
⑤  《黄谦若致陆翰芹函》（1943年9 月3 0 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 

036。以下所引朱家骅档案不再一一注明藏所。
⑥  《李雄致朱家骅电》（1943年1 0月8 曰），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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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李雄遵照朱家骅意旨，操办选举有功，且得票高居榜首，被中央组织部任命为福建省执行 

委员会新一任主任委员。朱在向蒋介石汇报时写道％

关于该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一职，依照现行《省执行委员会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由中 

央执行委员会就省执行委员中指定一人充任。又查本党总章第八十一条有“各级党部执行委员、 

监察委员不得兼任其他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之规定，陈肇英同志系中央委员且未参加竞选， 

依法不能指定为主任委员，不能继续担任，似应指定当选得票最多之执行委员李雄充任。！

因该省原主任委员陈肇英事前放弃竞选，朱家骅亦向其妥为解释原有中央得指定中委为省 

市主委之语，后经党务委员会审查，中央通过，乃无此明文，以致于法无据”，“闽省又为首先实施之 

一省，即行指名请求修改，殊多困难，考量久之，惟有以最多数之李雄同志为主委”。② 1943年 11 

月，中央正式任命李雄为福建省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③陈去李代本为顺理成章之事，但新任委员 

就职之期却被一再推迟，查其症结则在陈肇英的去留问题尚未解决。

陈自述放弃参选是因“在闽主持党务已将十年，后起之掖，夙所愿望，故拟回职中央委员，不再 

兼理地方”。④但据知情人透露，陈是欲设法活动调主浙江省政，才放弃福建省选。谁知调浙未果， 

闽选又已结束，陈氏只得要求新选委员待其“下文”发表后，才许竞争主委。不料中央出其不意，直 

接指定李雄接任。⑤李的政治发迹始自担任陈之私人秘书，并经其一手提拔至福建省党部书记长， 

后又兼任执行委员。因此，在老长官未获新职前就取而代之，李亦颇碍情面，遂致电朱家骅表示，新 

执委无人敢任主委，恳请中央对陈肇英加以留任。© 朱劝勉道%“闽省为首先实施选举之一省，若遽 

予改动，诸多困难，再三考量此事非兄莫属。”⑦

选举制的积极倡导者C C系，因在福建省选中收获甚少，见此形势后，不仅利用陈、李双方间紧 

张关系，大肆活动，煽动陈肇英延期移交职权以候新职，更派员分赴各报社，禁止刊载省党部换届消 

息。⑧李雄处此窘境，不得不请求中央另行设法优遇陈氏％“派雄夫（陈肇英字一 引者注）先生为 

第三战区各省（或闽浙赣三省）党务指导专员或党务特派员之类名义，并酌给公费、办公费及随从 

秘书员役等名额，俾得成立略具规模之组织，如能在政治上予以适当之地位，尤所盼祷!” ® 为此，朱 

家骅致函于右任称%“其出处经签呈总裁核示，已转请酌予监察使位置。”⑩

又经数月拖延，陈肇英新职仍无消息，福建省内渐有李雄设计谋夺陈氏职位的流言传出。李迫 

不得已再次催促朱家骅尽快将陈调离%“请设法催请于院长对于雄夫先生工作提前发表，或以总裁 

名义电召雄夫先生赴渝。”⑪ 朱回复%“雄夫兄事目前又催于先生，据云系待闽浙缺出，而现任者系于

①  《朱家骅致总裁签呈》（1943年1 0月1 7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②  《朱家骅致陈肇英电》（1943年1 0月2 8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③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四一次会议纪录》（1943年1 1月1 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会议录》第3 7册，第2 8 4页。
④  陈肇英：《八十自述》，台北，陈雄夫先生八十华诞庆祝筹备委员会1967年版，第1 0 1页。
⑤  《余瑞麟致朱家骅函》（1944年3 月2 0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⑥  《李雄致朱家骅电》（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⑦  《朱家骅致李雄电》（1943年1 0月2 8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⑧  《余瑞麟致朱家骅函》（1944年3 月2 0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⑨  《李雄致朱家骅函》（1943年1 2月4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⑩  《朱家骅致于右任函》（1944年2 月1 2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⑪ 《李雄致朱家骅函》（1944年3 月2 日），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24



梁馨蕾/ 党内选战：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地方选举与派系角力

七月间任满，届时必可发表，绝无问题。”①与此同时，李雄在省内亦积极谋求化解僵局之道，除暗示 

各县致电中央挽留陈肇英外，并于1944年 3 月借陈氏主持福建党务10周年之机，举行庆典，纷献 

铜鼎，为其挣足颜面。©经此一番波折，李雄终在次月得以正式宣誓就职。该年7 月间，甫卸任福 

建主委的陈肇英，又被中央发表为江西主委。但查该省已于5 月完成省选，新任主委理应从当选执 

委中任命，中央却空降陈氏入赣主党，由此又牵扯出江西省选的一番乱象。

1943年 6 月，中央组织部向江西派遣7 名督导员一事，可视为江西选举拉开序幕的标志。依 

照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规定除以主任委员驻省经常办理省党部事务外，其余委员必须按区分派担 

任督察各该区所有各县党部之工作”，惟当委员不敷分配时，可由中央予以派遣。③督导员在平日 

负有督察各县党务、指导工作之责。④但在选举前则多了一项隐形任务，即借出巡之机，分赴各县 

笼络人心、布置选举。同时，督导一区的执委或督导员在任命该区所属县份书记长时，通常也可参 

与意见，能够发挥重要作用。朱系干部在报告督导收获时便有所表露％

生沿线所接见各县之同志，有为多年北大之老同学，有为事业上层共同奋斗之友人，有为 

一手提携培植长成之青年，彼等咸一致表示一德一心，愿为一个力量奋斗到底……依现势观 

察，各县同志生可操百分之九十五把握，接受钩长意旨。⑤

按照自下而上的选举顺序，能否首先赢得多数县份选举的胜利，直接关系着省选形势。地方干部向 

朱家骅明确提出，若要推进选举，必须迅速切实做到以下三项:设法调整各区督导员;争取县书记长、吸收 

优秀分子;出发各地视导。“惟第一项办法须中央有决心，倘督导员仍必由主任委员保荐，仍属无望'⑥ 

朱家骅此时从中央派遣督导员赴赣，便是要增强对县级选举的控制力，因而其所派人员毫无疑 

问，必须隶属己方阵营。如时任江西省党部书记长、朱系干部陈协中，就向朱氏保荐曾拜飏等14人 

为督导员。据查，曾毕业于中山大学，历任省党部事务科主任等职，与朱家骅具有学缘关系。⑦朱 

接电后，立即将其派为江西省第二区督导员。⑧

但早在该年2 月，江西省党部已将全省划分为10个督导区，省党部亦有执委10名，每人恰好 

分到一区。® 中央组织部加派7 名督导员，意味着多数执委的出巡督导资格被剥夺，导致若干执委 

对这一非常规性举措表示不满，要求仍由执委分区出巡督导。⑩为此，朱家骅便以强制命令，将各 

县选举的监选权授予中央所派督导员％“今后各省代表大会选举各县代表时，其监选人员宜由各区 

督导员担任，既可节省经费，又不至削减督导员之权责。”⑪

朱家骅在江西遭遇的地方竞争阻力尚属较小。在战时的其他省份，中央组织部同样试图通

①  《朱家骅致李雄电》（1944年3 月7 曰），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②  《余瑞麟致朱家骅函》（1944年3 月2 0 曰），朱家骅档案，福建党务:人事,301/01/06/036。
③  《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3 月3 1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481页。
④  《省执行委员分期分区轮流督导各县党务实施纲要草案》（1939年3 月2 3 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会 》 25 册, 102 。
⑤  《苏村圃致朱家骅电》（1943年1 1月1 9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⑥  《萧宜芬致朱家骅函》（1943年1 0月1 4 曰），朱家骅档案，广东党务：李汉魂任主委时期：工作报告,301/01/06/041。
⑦  《陈协中致朱家骅电》（1943年6 月9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一般人事,301/01/06/062。
⑧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2 2页。
⑨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21+ 2 2页。
⑩  《苏村圃致朱家骅电》（1943年1 2月6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⑪ 《条谕》（1943年1 2月7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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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派督导员的方式，绕过省党部他方势力，直接与各县书记长建立联系，借以增强对县级党 

部的控制，却收效甚微。如在广西，地方实力派不仅对中央所派督导员多方延阻，使之无法赴 

县视察，反而自行加派省党部科长或干事进行督导。①朱方干部只能徒叹%"倘中央能催促各区 

督导员经常出发督导，则力量可增强也。”"但因朱方在桂根浅基薄，对此有违常制的行径亦无可 

奈何。

若中央组织部所派督导员在布置地方选举时成效不彰，朱家骅还会通过扩大阵营，联合省内 

政、军、团等多方势力，设法对县级权势代理人加以掌握，以与党内竞争者C C 系相抗衡。实际上， 

在绝大多数省份，加派督导员与建立联合阵营两种手段通常双管齐下。组成联合阵营的省级干部， 

或以籍贯所属，或因长年工作往来等诸多因素，通常会将省内某县甚至数县发展为自身势力依托。 

中央各方对省级人士的拉拢，便是看中其背后的县级资源。如此一来，本应是自下而上的层层选 

举，也就变成了由上而下的层层布置。

1944年初，朱家骅为赢得江西选举，根据该省历史背景，结合双方力量对比，制定出一份“远 

交近攻”式的竞选策略。在“远交”方面，自抗战爆发至1942年初，江西党政均由一向与朱交好的 

政学系人士熊式辉主持。此后，熊虽被蒋介石调入中央，但其在赣基础雄厚，省政方面势力未消。 

着眼于此点，朱家骅方决定联络省政府力量作联合选举，推选省政府社会处处长黄光斗为候选 

人，并于必要时，再选该方一人出任监委。由熊式辉出面声援现主委梁栋主持大局，将省政府力 

量交朱方运用。朱方还欲联络该省三青团势力，推选三青团江西支团干事长蒋经国为监委、常务 

监察刘己达为执委，由刘负责统筹，但该方力量亦须交朱方运用。此外，社会方面则计划选江西省 

参议会议长彭程万为监委，借以争取中立分子。③上述方案仅三青团部分后做微调，因梁栋向朱家 

骅建议改推蒋经国为执委。④

而在“近攻”方面，A B 团与心远系是朱方的首要防患对象。⑤此二者虽为江西地方团体，但因 

历史关系，A B 团核心人物，省党部执委尹敬让、薛秋泉、何人豪，心远系首领陈际唐等均与C C 系过 

从甚密，基本可视作C C系在赣的外围组织。根据利害关系，朱方决定先除去尹氏，在万不得已时， 

牺牲执、监委各一席予以薛、何，但更倾向予以A B 团其他弱势分子。又为分散心远系力量，计划于 

必要时给以该方候补执、监委一至二席。& 至于 C C 系分子、执委冯琦，据朱方干部观察，因其与省 

民政厅厅长王次甫私交甚笃，而被 C C 系怀疑见信于熊式辉。于是，朱方计划推熊氏出面，对冯施 

加压力，相机争取。王次甫虽亦欲参加竞选，并与 C C系有旧，但据判断尚不至有组织关系。且王、 

冯均为外省人，在赣无久安之计。若省选成功后，彼等不能忠心合作，朱方预备待到选举全国代表 

大会代表时，再设法对彼等加以制约。⑦

①  《郑绍玄致朱家骅函》（1944年5 月2 3 日），朱家骅档案，广西党务:人事,301/01/06/046。
②  《许若恕致朱家骅函》（1944年4 月2 7 日），朱家骅档案，广西党务:人事，301/01/06/046。
③  《欧阳钦致朱家骅电》（1944年2 月5 日），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④  朱家骅虽采纳了梁栋的建议，但事前并未与蒋经国商酌。最终，蒋致电全省代表大会，宣布不参加竞选。《梁栋致朱家骅 
电》（1944年4 月1 7 日）、《朱家骅复梁栋电》（1944年4 月1 9 日-，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中国国民党 
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9 6页。

⑤  “AB”是英文Anti-Bolsh : i k (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昌后，蒋介石授意段锡朋、程天放等人在南 
昌成立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心远”一词取自江西省心远中学，因该校教员与毕业生进入各级教育行政机构者众多，且颇具影响， 
久之在南昌教育界，甚至整个江西形成了著名的“心远系”。蔡鸿源、徐友春编：《民国会社党派大辞典》，黄山书社2 012年版，第 
420 。

⑥  《欧阳钦致朱家骅电》（1944年2 月5 日-，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⑦  《江西省各党团现状及选举情况之分析》（1944年3 月2 3 日-，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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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方的“远交近攻”策略是为联合省内各实力派，整合县级资源，以抵制来自C C 系的竞争。国 

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改制后，县党部书记长不仅成为县级党务的主要领导者，若基础雄厚，更可 

直接影响一县出选的省代会代表，掌握一县选票，主导该县派系属性。因而，这一群体成为省内各 

方甚至中央各派密切关注与争相拉拢的对象。战前，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植根党务多年，省县各级 

党部基本由其垄断，他方势力难以在其间有所伸展。朱家骅上台后，为控制局面，势必要对省县党 

部人员加以汰换。随着选举制的重启，此种有针对性的人事清洗也变得愈发紧迫。诸多省份均因 

短期内大批更换县党部书记长，爆发了冲突与纠纷。

以 1943 ! 的河南省为例，该省主委邓飞黄新到任半年内，为掌握局势、应对省选，突击撤换了 

16个县党部的书记长，其在致朱家骅的电文中坦言%“以后方常态以六十八县而论，能有绝对把握 

者三十八县，有五成把握者有十九县，无把握者五县，尚待调查者六县，如再经半年努力一切情形当 

更有进展。”①正当邓氏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之时，却未料及自己缺乏技巧性的人事更动举措，已引 

发基层势力的强烈反弹。各县被撤书记长联名上书中央，对邓飞黄展开反攻，最终导致邓被迅速调 

离。同理，竞争对手亦会为赢得选举，借故撤换县党部书记长。在广西，该省党部书记长因非朱方 

阵营，不仅多方设法拖延选举，且在未征求督导该区执委或督导员意见的情况下，两三个月内大批 

更换各县书记长多达20余人。"

相比之下，江西省在此方面就较为顺利。省选前，朱方亦有撤换各县书记长的举动，但因有熊 

式辉主省时打下的良好基础，使 C C 系在赣势力始终受到压制，未能掀起轩然大波。至 1944年 3 

月，江西省所辖+1个县市与21个直属党部，共计102个单位均已完成选举。表 2 为各县市党部书

属派 。

表 2 1944年 3 月江西省县市（直属#党部书记长派系分析统计表 单位:人

联合 A B 团 心远 CC 中立

县市党部 55 10 2 4 10

直属党部 7 1 4 9

合计 62 11 6 4 19

所占总数百分比（％) 60.78 10.78 5.88 3. 92 18.63

说明：所谓“联合”即指由省党部执委周步光、苏村圃、熊在渭、陈协中、匡正宇、胡德馨，以及省党部人事室主任胡运鸿、三青团 

刘己达组成的联合阵线,代表朱家骅方势力。A B 团代表人物为省执委尹敬让、薛秋泉、何人豪。心远系代表人物为省执委陈际 

唐。C C 系代表人物为省执委冯琦。

资料来源：《江西省各党团现状及选举情况之分析》（1944年 3 月 2 3 日），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依表2 分析，朱家骅方所代表的联合阵营，掌握了江西全省6 0 %左右县份的书记长，居于绝对 

优势。但又因新派书记长，受资望与能力等因素限制，彼时大多尚不能完全领导各县党员代表，或 

控制政府与社会力量。因此，朱方必须直接掌握参加省代表大会的各县代表，借以争取选票。表 3 

是对各县代表所属派系情况的统计。

①  《邓飞黄致朱家骅电》（1943年 1 2 月 1 1 日），朱家骅档案，河南党务:邓飞黄担任主委时期：人事,301/01/06/104。
②  《郑绍玄致朱家骅函》（1944年 5 月 2 3 日）、《许若恕致朱家骅函》（1944年 4 月 2 7 日），朱家骅档案，广西党务:人事,301/ 

01/0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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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944年 3 月江西省6 2县市社会力量分析比较表 单位:人

联合 A B 团 心远 CC

全部控制县份 31 4 3

部分控制县份 10 5 5 4

合计 41 9 8 4

所占总数比例（％) 66. 13 14.52 12.90 6.45

资料来源：《江西省各党团现状及选举情况之分析》（1944年3 月2 3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〇1/01/06/〇64

从表3 数据看，朱方仍居优势。但上述仅统计了局势已经明朗的62个县市，尚有21个县需与 

各派势力展开角逐。其中，“须与A B斗争者10县，须与心远斗争者17县，须与 AB、心远互争者4 

县”。此外，21个直属党部中，“须与AB、心远斗争者9 单位”，朱家骅一方暂不能高枕无忧，因省政 

府、三青团两方力量尚不能绝对掌握。如执委周步光分析%“上述斗争区域如王次甫、蒋经国在政 

治上予吾人助力，则有绝对胜利把握。否则，如守中立，吾人亦可以有相当把握。如加以阻力则颇 

困难，尤以赣南为甚，王、蒋问题希中央有所指示也。”①

至 1944年 5 月时，省选日益临近，各方对154名出席省代会代表的掌握情况，更新如表4。

表 4 1944年 5 月各方对江西省代表大会代表掌握情况表 单位:人

联合 A B 团 心远

省代会

代表

绝对掌握者 65 56(或55) 3(或 4)

可争取者 30

合计 95 56(或55) 3(或 4)

所占总数比例（％) 61.69 36.36 1.95

资料来源：《欧阳钦致朱家骅电》（1944年5 月6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 

地方组织志》，第9 6页。

如此观之，江西省6 0 . 以上的代表，即90余票，已被朱家骅一方收入囊中。据估算，每名参选 

者获得80张基本票，便可当选为正式执委。朱方虽已在选举中占绝对优势，但未掉以轻心，因内部 

尚有他虞%“中级以下之意见，与省方上级并未一致。前者主张进取，后者不免有保守色彩。故投 

票时为上级不能接受下级意见，则投票结果与预定难于一K 。”" 为保持眼前优势，避免夜长梦多 

计，朱家骅一再催促主委梁栋尽快举行省选。梁则以“新派各区督导员尚未发生督导效能，指定各 

县书记长亦未树立强固之信仰，恐不能把握出选代表，至于选举经费，于最短期间亦无法筹措”等 

因，申请延至八月中旬举行。然而，朱态度强硬，命令必须于5 月中旬完成。③最终，江西省代表大 

会定于1944年 5 月 2 2 日召开。

在率先举行省选的福建、江西两省，朱家骅利用中央组织部部长特权，抢占了先机，通过派遣督 

导员、撤换县党部书记长，联合地方政府、军队、三青团等多方势力，运作基层选票，对抗来自C C系 

的竞争。这些幕后潜规则实际是对战前国民党选举文化的继承，而党内既有的畸形权力格局，又为以

①  《江西省各党团现状及选举情况之分析》（1944年3 月2 3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②  《欧阳钦致朱家骅电》（1944年5 月6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③  《梁栋致朱家骅电》（1944年3 月2 7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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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骅为核心的大联合阵营的形成提供了基础。以上种种手段虽使C C系暂居下风，但该方也立刻展 

开反击$

三、派系斗争的微观考察

早在1943年 1 月，选举制全面恢复之初，就有地方党务干部提醒朱家骅，对于来自他方的竞争 

需未雨绸缪：

全国代表大会必定接二连三举行改选中委，乃更为可能之事，为巩固彼辈未来之地位以及 

争取将来在代表席上之胜利起见，不得不在现时先加以准备与布置。但在目前原有之组织状 

态下，彼辈虽有深长之历史，然要取得胜利至为危险。是以必采取斗争之方式，以推翻现状为 

目的，故其手段分别明暗与直接或间接，向吾人之中枢或各省，以及普遍深入至各县份各部门， 

掀起对于不满现状之攻击。并将此种各地不安情形，有人收集是项资料报告总裁及中枢，借作 

对吾公攻击之有力之根据。①

上述提及的“彼辈”实指 C C系，作为朱家骅方的主要竞争者，虽对率先举行选举的福建、江 

西两地控制略逊一筹，但始终未坐以待毙。1943年 8 月，陈立夫莅赣时，曾召集省党部执委尹敬 

让、冯琦、陈际唐3 人，商议县党部选举办法。计划若县选失败，就策动赣籍中央监察委员孙镜 

亚，掀起驱逐省党部主委梁栋的风潮。梁原为中央组织部专员，1940年由朱家骅派任江西省党 

部执委兼书记长。1942年，接替熊式辉升任主委。因此，“倒梁运动”无疑是C C系对朱家骅方的 

反制。

不出所料，在随后完成选举的17个县份中，9 0 .被朱方掌控。" C C 系按先前计划，开始对梁 

栋采取措施，由孙镜亚致电中央监察委员会，控告梁氏犯有违背总理学说、言论乖谬等项过失。中 

央监察委员会认为控告内容空洞，转函中央组织部查明真相。为此，组织部不仅送去梁之答辩，更 

附上梁对孙在赣不法行为的反诉。鉴于双方各执一词，中央监察委员会遂将全案呈送党中元老吴 

稚晖审阅。朱家骅还告知吴，该省党政方面均对孙氏行径不满，希望中央将其撤回。吴悉晓原委 

后，虽令中央监察委员会将该案提交中常会查办，但因双方各有背景，建议从速了结。此时，恰逢有 

人在蒋介石身边进言举报孙镜亚，要求中央监察委员会慎派监委。蒋知悉后，命令中央监察委员会 

对派员分赴各地执行监察职务的办法加以完善。吴稚晖趁机劝蒋在改定办法出台后，再向各地续 

派监委，才使此案因孙镜亚派赣服务期满，得以不了了之。③

一个月后，蒋介石突然召见熊式辉，再度过问江西省党部人事。此次是因该省党部执委尹敬让 

向中央检举梁栋在中正大学和省参议会演讲失言，以及办理宣传工作与《民国日报》不善等问题。 

面对蒋的质询，熊辩解梁虽为彼所推举，但并无任何私人关系，且梁确为忠实可用之才。此次被控 

或因梁属湘籍，赣人因畛域之见而不相容，并承认梁栋确有“出言失检及宣传领导之未尽得法”之 

处。随后熊话锋一转，将矛头直指尹敬让%“闻与党中小组织有关，似当戒以识大体，同志间必须合 

作，扫除党之结核病态乃佳。”其实，熊式辉早于该年6 月就得悉程天放、刘峙等人有对梁栋不适任

①  《黄树芬致朱家骅函》（1943年1月12曰），朱家骅档案，山西党务:赵次陇担任主委时期：人事,301/01/06/090。
②  《周步光致朱家骅电》（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工作报告,301/01/06/063。
③  《王子壮曰记》第8册，1943年8月23曰，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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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党部主委的控告。当时，熊将此事定性为地方主义，置之不理。①由此可见，熊虽一再强调 

对于赣事不偏不倚，但从各种应对中仍可探悉其主观倾向。

1943年 11月，江西省选进人紧张筹备阶段。在 C C系的谋划下，孙、梁一案被旧事重提。赣籍 

人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程天放，怂恿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张继签发手谕，重查孙镜亚与省党部 

纠纷，企图为孙氏翻案，借以达到驱逐梁栋的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壮洞察其中曲折 

后，又将此事报告吴稚晖。吴对此颇表不满，认为若为安抚孙氏，可以个人名义去函，既然该案症结 

在于梁栋，亦可诉之于朱家骅，将其另调工作。吴的此番考虑是为避免中央监察委员会对梁的再度 

调查，引起熊式辉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打击，从而使该会卷入派系斗争的漩涡，丧失一直以来竭力 

维持的超然地位。一方是在党内力量雄厚的程天放与二陈兄弟，另一方是就江西问题结为同盟的 

朱家骅与熊式辉，中央监察委员会均不欲介入，只得选择压制该案。数日后，王子壮晤见张继禀明 

事情经过，却被告知程天放认为其在该案中受了中央组织部影响。王当即声明自己虽与该部主任 

秘书王启江交好，但因身在不同机关各有立场，未在其间发挥丝毫作用。这也使王子壮不由感叹: 

“如无吴先生之始终主其事，余亦绝不能有违张先生之手条也。”"

1943 —1944年前后，各地因选举而起的人事纠纷层出不穷，梁栋仅是其中一例。曾有地方干 

部向朱家骅表示%“当此办理选举时间，各省负责同志每易遭遇无情之攻击，中央对此必须持以稳 

重，绝不可轻予调动，免堕奸计。”③在权力斗争中，任何一方若想其路线在基层得到一以贯之的执 

行，必须要在中央为己方干部撑起保护伞，以保证在发生人事攻讦时，能够维持大局与人事队伍的 

稳定。这既是地方干部向朱家骅提出的诉求，也是庇护关系中朱必须履行的义务。从另一角度而 

言，一场纠纷愈是错综复杂，所牵涉的利益愈多，各方关系愈微妙，往往留给权术操纵者的运作空间 

也愈大。梁栋案便因中央监察委员会几度欲置身事外，而被一再压制，反为朱家骅在江西事务中营 

造出几分回旋与补救余地。

C C系大概也因看清此点，在对朱家骅一方数次打击均未奏效，江西省选又举行在即的情况下， 

决定绕过中央监察委员会，直接将此案提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使江西选举暴露在聚光灯下。 

朱家骅的处境瞬时陷入被动，随即警示赣省干部，重申己方路线：

江西省选因兄等专以当地环境为重，各方接洽过多，徒增家骅无穷困难。弟迭次指示，言 

之谆谆，而听之藐藐。此实兄等未明所以自处之道，意在取办一时，或竟讹传部意，则流弊必更 

无所底止。弟为统筹全局计，为兄等人人计，故有叠次之指示，现在全会中告讦，该省党部之文 

迄尚未已。弟绝不需四面妥协，亦并无一毫成见……弟决不应为之事强兄等以必为，总希放大 

目光，以中央之意思为意思，绝对依照皓电，亦即王培仁秘书所携名单办理，不可有丝毫 

出入。④

1944年 5 月 2 6 日，江西省代表大会尚未结束，中央政治气候突变。蒋介石批准朱家骅辞去中 

央组织部部长，命陈果夫接任。这一地震式的人事更迭，标志着C C 系在中央重掌党务领导权。但 

后者已来不及对赣省形势有所拨动，全省代表大会仍按部就班进行。经选举，刘己达、周步光、冯

①  熊式辉：《海桑集》，1943年9 月2 9 曰、6 月3 曰，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427#4 0 1页。
②  《王子壮曰记》第8 册，1943年1 1月1 6 曰，第4 4 7页。
③  《杨德翘致朱家骅函》（1944年3 月2 5 日），朱家骅档案，甘肃党务:党务与人事问题,301/01/06/126。
④  《朱家骅致梁栋、熊在渭、苏村圃、周步光、陈协中等电》（1944年5 月2 4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 

06/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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琦、曹浩森、胡运鸿、陈协中、陈际唐、王次甫、苏村圃、熊在渭、幸华铁为省执行委员，王枕心、薛秋 

泉、何人豪、尹敬让、刘宜廷为候补执行委员，匡正宇、文群、胡德馨、柳藩国、丁砥南为监察委员，庄 

祖方、王青华、熊在墀为候补监察委员。这一结果与朱家骅事前安排相差无几。但因陈果夫上台 

后，x t朱家骅所属意的主委人选梁栋攻击愈烈，为顾全大局起见，梁氏只得宣布退出。①如此形势 

下，朱临时决定将主委由梁过渡至熊式辉，但该方干部认为熊氏回任亦不现实，建议改推省府主席 

曹浩森兼任，以期在曹之掩护下，未来省党部仍可由己方掌握。

从朱家骅收到的一份电报中，可以清晰解读出江西省新任执、监委员的势力构成。其中，幸华 

铁当选执委是为团结黄埔系，增强反C C系力量。执委陈际唐，候补执委尹敬让、薛秋泉均出自中 

央所派监选员方觉慧的安排，为使陈果夫满意，以免推翻选举结果;冯琦的出选是得朱家骅之同意。 

王次甫则是为维护朱方与省政府的道义关系，朱家骅虽曾命将王与文群对调为监委，但因周步光、 

陈协中、文群皆系萍乡人，周、陈二人已为执委，为免遭非议，省方干部未予照办。报告还谈道%"正 

宇、德馨系吾人之友军，故为监委，此外文、柳系钧长命令，丁砥南系友兰兄多年旧交”，“所有正式 

执、监委完全照预定名单出选，惟票数以大局变化，未能照钧长意旨办到”，且为“不致使薛、尹、何 

当选正式执委计，故将全部基本票集中分配预定名单，正式与候补数相差甚多”。②

上述所言不仅足以证明江西省选尽为朱方掌握，并且存在明显不法运作痕迹。新当选的执、监 

委员是容纳了江西省内朱方、三青团方、省政府的大联合阵容，而 C C 系忠实干将尹敬让、何人豪、 

薛秋泉3 人均被排挤出局，仅象征性地给予候补执委名义。朱方干部亦知这一结果难使陈氏兄弟 

满意，担心再生变故，遂催促朱家骅在交卸组织部部长之前，先行确定省党部内重要职位，如以己方 

干部周步光为书记长，刘己达、胡运鸿分任组训处、宣传处处长。③但此时，朱因大势已去，只得无 

奈回复%“关于主委书记长等问题，所见宏远，与弟意正同。惟因交卸在即，而选举又小有波折，是 

以在弟任内不及一一处办。”④

梁栋连任主委无望后，朱家骅听从下级建议，改推省府主席曹浩森继任，借以“透过曹、熊 

之关系，相机进行”，以维持赣省大局。⑤ 不 料 1944年 7 月，中常会派遣中委陈肇英出任江西省 

党部主委，胡利峰为书记长。© 这一安排已使朱方大失所望，但 C C 系的程天放仍未善罢甘休， 

“手持若干签名之呈控选举舞弊”，向中央请求处置该省选举主持者。就连目睹此景的王子壮都 

不免认为％“以常委身份斤斤于本省之选举，且选举总裁已认为合法矣。而必欲办办理之人，未免 

不达，有气量狭小之嫌也。”⑦至此，该省选举彻底宣告结束，朱方愿景也随陈果夫的上台主党沦 

为泡影。

截至1944年 5 月，朱家骅卸任组织部部长前，全国仅福建、宁夏、江西三省完成省选，贵州、甘 

肃、重庆三地确定会期，其余各省尚在准备之中。⑧但五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前，朱似乎已对自身前 

路有所预见，一再催促各地尽快完成选举。当湖南干部向其汇报可于年内完成时，朱竟复电要求:

①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9 6页。
②  “友兰”系指甘家馨，江西人，中央组织部秘书，朱家骅心腹干部。《熊在渭、周步光、陈协中致朱家骅电》（1944年6 月14 

曰），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③  《熊在渭、周步光、刘己达、胡运鸿、陈协中致朱家骅电》（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④  《朱家骅致熊在渭等电》（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⑤  《朱家骅致甘家馨电》（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江西党务：江西选举，301/01/06/064。
⑥  《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地方组织志》，第9 6页。
⑦  《王子壮曰记》第9 册，1944年7 月3 1 曰，第3 0 5页。
⑧  《朱家骅呈蒋介石报告》（1944年6 月2 8 曰），朱家骅档案，工作签呈与报告，301/01/06/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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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必须尽速办理，希于六月底以前完成为幸。”①安徽则迫于上级压力，向朱呈递了一份题为 

《安徽省现在能否举行全省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全省代表大会如竟以仅仅十余县之党员代表， 

即认为完全，似属不妥”。向朱争取至少半年至一年时间，并请求设法延展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 

期，以便加派亲信与得力人员赴皖操办选举。②

在诸多省份中，情景最尴尬的莫过于甘肃。该省原定于1944年 7 月 1 日召开全省代表大会， 

但得知朱家骅辞职消息后，立即决定将大会提前至6 月 2 0 日，以便赶在中央正式交接前完成。③ 

朱或担心如此行事太过敏感，且提前1 0 日效果有限，命令会期不必提前。④朱家骅虽主张省代表 

大会如期举行，但 C C系与中央秘书处却有意再予拖延。甘肃省收到中秘处的电文称代表大会“各 

项法规章则未据核定，即定期召开大会殊有未合，应俟核准后再办”。®朱告知省干部中央秘书处 

处长吴铁城是有意为难%“此间当继续交涉，一面可由省党部与朱长官分别进行，急电吴秘书长，坚 

持力争为要。” © 朱方主张甘肃省代表大会尽快举行，是欲造成省选的既定事实，避免中央组织部新 

部长陈果夫视事后，对省党部人事加以干涉。⑦而中央秘书处借故拖延，也是对此种目的的反制。 

最终，甘肃省代表大会还是因中央秘书处寄送选票延误等因，展期至7 月下旬举行。

战时省县选举只是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暗流涌动的派系力量碰撞喷发的一个出口，亦仅是国民 

党党务领导权代际冲突的地方预热。随着各方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六全大会的召开提上日程，也 

预示着新一轮中央高层人事更迭的临近。

四、地方选举与高层动荡

战时省县选举制的恢复所引发的千奇百怪的乱象，已使国民党中央内部感受到C C 系与朱家 

骅系间激烈的冲突，此种观感最早集中出现在1943年 7 月前后。彼时先因陈果夫不满陕西、河南 

等省党部执委的人事调动，致使外间传出陈、朱斗争的风声。王子壮评论道%“两方均杂有若干之 

私见，因各维护其群众，不免引起无味之纠纷。如果均立足于公正之基础上，以能力学识等为标准 

以观察人地之宜否，即绝无此问题发生，亦不至引起双方之不睦也。”⑧陈布雷对党内派别之弊亦有 

所感%“党中各小派，组织自己势力，终归于人有损，于国有损，于己并不见有益。” ® 不久后，巡视西 

北七省归渝的沈鸿烈，亦向熊式辉感慨各地缺憾太多，党务人事派别斗争已趋白热化。熊则认为， 

各省党部人事斗争之所以白热化，皆导源于“上有好者”。⑩而“上”无疑指的是总裁蒋介石。

1943年 9 月，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朱家骅与陈氏兄弟的对立态势已十分明显。此次大会 

又作出尽速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最迟应于战后半年内举行的决议。⑪ 如此一来，省县选举也

①  《朱家骅复林式增电》（1944年3 月2 2 日），朱家骅档案，湖南党务:人事与工作情况,301/01/06/071。
②  《安徽省现在能否举行全省代表大会》（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安徽党务：党政、军情、匪情状况，301/01/06/075。
③  《杨德翘致朱家骅函》（1944年5 月3 0 日），朱家骅档案，甘肃党务:甘省代表大会选举事，301/01/06/127。
④  《朱家骅复杨德翘》（1944年6 月3 日），朱家骅档案，甘肃党务:甘省代表大会选举事，301/01/06/127。
⑤  《杨德翘致朱家骅电》（1944年6 月1 1 日），朱家骅档案，甘肃党务:甘省代表大会选举事，301/01/06/127。
⑥  《朱家骅致杨德翘电》（时间不详），朱家骅档案，甘肃党务:甘省代表大会选举事，301/01/06/127。
⑦  《杨德翘致朱家骅电》（1944年6 月1 3 日），朱家骅档案，甘肃党务:甘省代表大会选举事，301/01/06/127。
⑧  《王子壮日记》第8 册，1943年7 月2 4 日‘‘上星期反省录”，第2 9 1页。
⑨  熊式辉：《海桑集》，1943年7 月2 9 曰，第417+ 4 1 8页。
⑩  熊式辉：《海桑集》，1943年8 月2 4 曰、9 月4 曰，第422、4 2 4页。
⑪ 《请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案》（1943年9 月1 0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 

第8 5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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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相应提前完成。朱方干部对此早有预见，该年上半年就提醒朱家骅%"全国党部大会之召开，目 

下虽尚无所闻，然自原则言之，钧座似应早加筹划，日期之决定则应以全国各省市之实际情形为依 

归”，“本年内恐难有大效，如必采胜券，论时仍须一年”。①

唯有取得多数省份党务领导权者，才能在各省选举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时占据优势，进而在 

即将到来的六全大会改选中央委员的竞争中取胜，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问题，让朱方备感棘手。朱 

氏虽已接掌党务五年有余，但陈氏兄弟早年在各省植下的根基尚未清除。六全大会的提前召开，打 

乱了朱方原本循序渐进的蓄势计划，使其只能加速推翻“二陈时代”建立起的地方党部格局，努力 

争取各省党务领导权。由此引发的后果正如王子壮所言%“组织部为调整部属，不能不注意各地方 

党部。原来在地方党部有实力之二陈先生部属，乃立于尖锐之地位，两方之冲突水火益深。故近来 

中央委员中亦颇有攻击朱氏，在最近之代表大会中可操左券。”②

不可否认，王子壮这一对中央高层形势的判断颇具前瞻性。1944年 5 月，五届十二中全会前 

夕，C C系与朱家骅系因地方选举而爆发的斗争已达最激烈状态，在党内演成公开对峙。军令部部 

长徐永昌目睹此景后即感慨%“陈朱斗争之暗潮已尖锐化，党内无派之言又如何解说耶。”③然而，双 

方冲突的爆发并非偶然。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为革新党务，任命朱家骅出 

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又调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新兴力量进入党内，并在各地悄无声息地发 

展，无疑是对C C系原有组织势力的缓慢代谢，双方矛盾开始日益积聚。地方选举的恢复，无形中 

也是对数年来朱氏投身党务事业的成绩检验。

面对 C C系中委主张从速举行省县选举的诉求，朱家骅展望前景，自知实力不济，遂联络黄埔 

系、政学系等势力以资对抗。经福建、江西等省试验后，朱方领导下的联合战线竟占优势。这对二 

陈来说不仅意味着企图通过地方选举，恢复“陈家党”愿望的破灭，更使其强烈感受到来自朱方势 

力的威胁。C C系在无法颠覆地方选举既成事实的情况下，只能在中央设法对其加以打击，如制造 

组织部包办选举等负面舆论。

对于这一局面的出现，王子壮慨言不足为怪，实乃蒋介石预拟制衡政策的成功，即在党内以朱 

家骅牵制二陈兄弟。④自六全大会的召开提上日程后，朱氏作风愈发冒进，为运作各省选举，以致 

将组织部的处长、干事派赴地方担任省党部主委或执委。因此，也常因用人不慎、干部水平参差不 

齐而招致非议。不仅 C C系对朱家骅反对日甚，蒋介石亦批评组织部“用人不当、调动泛泛，无党务 

经验者辄居高位等”。⑤

二陈兄弟捕捉到蒋介石对朱家骅的不满情绪后，眼看其羽毛渐丰，担心选举完竣后，该势力业 

已巩固，遂决定于五届十二中全会召开之际发起总攻。⑥ 1944年 5 月 2 1 日，五届十二中全会第一 

次大会上，关于党务的各项质询便多针对组织部部长而发，“先期以徐恩曾、萧铮为中心之小组讨 

论，至此乃现出有组织之阵容。朱先生乃孤军奋斗，答复各方，尤以孙镜亚、程天放关于江西代表大 

会之强烈质询，认为违法最为露骨”。⑦陈布雷在记录该日会中情景时不由感叹%“为骝先计，亦甚

①  《王季高致朱家骅函》（1943年5 月4 日），朱家骅档案，陕西党务：为陕省训练团合并战干团事，胡宗南、熊斌意见冲突 
事，301/01/06/121。

②  《王子壮日记》第8 册，1943年1 1月1 2 日，第4 4 0页。
③  《徐永昌日记》第7 册，1944年5 月2 3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 1 6页。
④  《王子壮日记》第9 册，1944年5 月1 1 日，第1 9 1页。
⑤  《王子壮日记》第9 册，1944年5 月2 7 日，第2 1 0页。
⑥  《王子壮日记》第9 册，1944年5 月2 0 日“上星期反省录”，第2 0 3页。
⑦  《王子壮日记》第9 册，1944年5 月2 1 日，第2 0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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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堪也。”①

鉴于 C C系的猛烈抨击，熊式辉当晚立即前往吴铁城寓所商定约集张治中、白崇禧等人会谈， 

并决定一同向中央提出三点主张，借以声援朱家骅:支持组织部;改选中常会;于该年底或次年初召 

开六大改选中委。②王世杰亦被邀请参加集会，但据其观察%"连日朱骝先、张岳军、吴铁城、张文 

伯、白健生、熊天翼等因不满于立夫、庸之诸人，相约在全会选举常委时，不选立夫。但彼等不过交 

换意见，并无任何组织”，遂未多作主张。③

C C系除欲借五届十二中全会之机扳倒朱家骅外，还在会中提出对省党部主委的任用限制案， 

经大会议决通过：

一、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应遵照临全大会之决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中央委员一人

担任；其正式选举之党部，亦应仍由中央委员担任主任委员。二、今后各省市召开代表大会以

前，应遵照临全大会之决议，一律选派中央委员为主任委员，俾便负责主持代表大会，避免自身

竞选，以昭大公。三、如中央委员不敷分派时，得由中央执行委员遴选资历相当之同志担任，其

人选标准另定之。④

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虽曾规定%"省党部委员会采取主任委员及委员分区督导制，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中央执行委员一人为省党部主任委员”，但“惟在整理期间，其委员可全由 

中央指派曾经训练之同志充任之”。⑤由此，并未严格要求主委必须由中委担任。上述限制案的关 

键之处在于，明确将省市党部主委与中委资格相捆绑。自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以 

来，受战时环境影响，五届中委一直未作改选，至 1945年六全大会时，中委格局已维持10年。且五 

届中委选举时，陈氏兄弟的人望竟可比肩蒋介石，获全票当选。蒋甚感不满，遂嘱只发表当选名单， 

不必书明得票多少。再者，蒋事先嘱选之人尚有未能当选者，而陈氏掌握的组织部系统人士却颇多 

当选，党的重心已有偏向二陈之势。基于上述原因，蒋介石不久便将陈立夫调离组织部，也就有了 

日后以朱家骅办党的下文。&

C C系此时提议省党部主委必须由中委出任，则是欲利用己方在五届中委内的群体优势，借以 

重掌各省市党部实权。该案一经出台，已选举省份主委不仅须做更换，未办选举的省份，先前由朱 

家骅派任的主委亦须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由新任组织部部长陈果夫派出的，具有 C C 系背景的 

中委或非朱家骅所能掌控的党内资深干部。前福建省党部主委陈肇英空降江西，就是该案作用的 

结果。这无疑预示着朱家骅主党数年来，在各省的人事耕耘，一朝之间付诸东流。如此也就能理 

解，为何朱方、黄埔系与政学系人士会对各省选举如此重视，其最终目的均是为削弱将来六届中委 

内的C C系势力，以改变五全大会奠定的党内权力格局。

五届十二中全会后，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突然下台与陈果夫的再度上任，使联合阵营的选举事

①  《陈布雷先生从政日记稿样》，1944年5 月2 1 日，东南印务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第6 9 6页。
②  熊式辉：《海桑集》，1944年5 月2 1 日，第4 4 1页。
③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4 册，1944年5 月2 4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18+ 3 1 9页。
④  《各省市党部主任委员应由中央委员担任并负责主持各省市代表大会案》（1944年5 月2 5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 

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8 9 1页。
⑤  《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1938年3 月3 1 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 

481 页。
⑥  《王子壮日记》第8 册，1943年1 1月1 2 日，第441+ 4 4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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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陷入困境，进而导致党内派系斗争愈发尖锐。先前陈氏兄弟被蒋介石剥去党务职权，便缘起于与 

黄埔系、政学系的冲突。而党内政治生态环境又经战时数年变迁，不仅未见单纯，反因新增朱家骅 

一系变得更为复杂。对于党之前景，王子壮不无忧虑地谈道所谓旧仇新恨，能否一概蠲除抑或 

相反。互相联合以构成反陈战线，实有可能而极可虑，果尔党内纷争将变本加厉。”！

#944年 10月，蒋介石突然条谕陈果夫%“各省省党部之选举似应暂缓办理为宜。”陈呈复称% 

“目前各级党部工作应集中全力办理知识分子从军事宜，选举自应缓办，已电令各省党部遵照 

矣。”" 上述往来逻辑不禁使人联想，选举是因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开展而被暂缓。但实际是因蒋 

介石对地方选举引发的混乱局面有所察觉，欲加以整顿，其在日记中写道%“党团选举以拔取真才 

为目的，不许有包办与贿选及请客馈赠等事。” # 蒋再次暂停选举制，以便收回选拔省党部执、监委 

员权力，干预各省人事，足以证明其对省县选举效果的失望与不满。④朱家骅下台后，若各省选举 

继续进行无疑会更有利于C C系。蒋介石暂停选举，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朱氏派遣的地方党 

务干部被清洗的速度，但并不能阻止陈氏兄弟此后有针对性的人事汰换。

五、结语

国民党所奉行的民主集权制组织原则，要求各级党部必须经由选举产生，但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省、县党部的选举制度几经调整。清党前，个别省份曾举行过一至两次《总章》规定的直接选 

举。但当蒋介石将北伐战争推进至江西时，随着军权的坐大，开始试图在该省实行有限制的选举， 

从而将中共人士排除出党部，借以攫取党权。这一违法行径虽遭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并被加以 

纠正。但好景不长，自1928年起，“选举一圈定”的干部选拔办法，作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关系破裂 

的“后遗症”，不仅在党内被延续，更被国民党中央加以制度化、合法化。此外，地方实际运行中贿 

选情况亦很严重，“运动选举一市党部委员之当选须钱数千元”。⑤以致时人评价%“党之不健全亦 

实由选举促成之。” &

抗战爆发后，作为调整党务的应急性举措之一，党内选举被国民党中央公开暂停，省、县两级党 

部委员改用委任制。而国民党所奉行的民主集权制法理原则，使其终究无法回避选举一事。在党 

务领导层被日渐边缘化的C C系，为保持己方势力，亦开始在党内为恢复地方选举造势。为形势所 

迫，蒋介石虽召开五届八中全会重启省县党部选举，但彼尚不认为条件成熟，仅宣而不行。随后，各 

地推展迟缓亦是中央真实态度的明证。蒋心口不一的实际考量，是欲为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的 

党务革新计划赢得时间，借委派制增强其人事任免权，从而牵制C C系势力。

1942年底，五届十中全会时，数年来的党务改革举措未能使国民党振衰起弊，党员干部腐化问 

题反而渐趋严重。蒋介石在失望之余下定决心，要求各地切实推行地方选举。此时，蒋或许亦有使 

党内选举与党外宪政运动两相配合的想法，借以标榜“民主”，力图重新塑造国民党的“良好形象”。 

这一政治走向使朱家骅所面临的形势变得十分严峻，唯有尽快全面掌握各地省县人事资源，才能保

①  《王子壮曰记》第9 册，1944年5 月2 7 曰，第2 1 0页。
②  《民国三十三年之蒋介石先生》下册，1944年1 0月2 4 曰，台北，政治大学人文中心2016年编印，第405+ 4 0 6页。
③  《民国三十三年之蒋介石先生》下册，1944年1 0月2 7 曰，第4 1 3页。
④  《蒋介石曰记》（手稿），1944年1 0月2 9 曰“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 1月5 曰“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1 1月1 2 曰“本星 

期预定工作课目”。
⑤  《王子壮曰记》第2 册，1935年4 月3 0 曰，第3 0 8页。
⑥  《王子壮曰记》第1 册，1932年5 月2 0 曰，第3 6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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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既有成果。因而，此后该方的政策愈发冒进，与 C C系的矛盾也日益尖锐。朱氏深知自身实力尚 

不足以与陈氏兄弟相抗衡，遂与三青团、政学系及地方实力派等多方力量结合，并在地方选举中初 

获胜利。可以说，省县选举是朱家骅整个办党生涯中，权力野心与政治权术最为显露的环节。

C C系之所以大力倡导恢复选举制，是欲借此对朱家骅的权力有所控制。因在中央组织部主导 

的委派制下，C C系难以插手地方党部人事，只能被动接受己方人员被逐渐汰换，党务根基被拔出。 

该方本自信于倚仗地方尚存势力，借助选举一途，可从朱方手中收复失去的党务阵地。孰料经福 

建、江西两省试验后，结果令其大为恐慌，形势不容乐观。于是 C C 系开始借故在中央与地方突击 

制造摩擦与冲突，x t朱家骅方施予打击，最终迫使后者在五届十二中全会时狼狈下台。同时，更多 

方设法颠覆既有选举结果，以收回“失地”。

国民党虽在战时恢复了省县党部选举，且亦抛弃了早年的“选举一圈定”办法，采用直接选举 

制，但并不意味着党内民主的进步。蒋介石本欲通过恢复选举，在向党外宣示民主的同时，在党内 

调动干部积极性，提高党工素质，借以推动党务改革，却忽视了战前国民党畸形选举风气尚存的情 

况下，党内是否真正具有滋生直接选举的土壤。正如王子壮所言％“对外虽表示日趋民主，对内则 

日益集权于一人。原夫在战时应注意机密，集权于领袖一人，原为当然。今以外国关系，特饰以民 

主之外表，且更将交还政权于国民。余以为只有应付时代的意义，不能产生任何重大之效果也。”① 

从这一角度来看，蒋在推行所谓的国民党民主化进程时，未免有些操之过急。

党内派系矛盾日益加剧之际，骤然重启选举恰为各方提供了互相攻讦和角逐权力的利器，选举 

也随之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彼时虽不再有中央圈定人选的束缚，但在各实力派的布置与运作下， 

选举制却更加失真，任何涉身其间者均难逃泥泞。若反向思考，亦正是由于国民党长期以来未能有 

效地通过选举拔擢地方党务干部，才使党内派系政治愈发膨胀。战前地方党务长期被C C 系垄断， 

战初中央以委派的方式掌控省县党部人事任免权，均无形中阻塞了党务工作人员本可依靠选举升 

迁的自然管道。当个体必须凭借私人关系，投入某方权力阵营，才能获得晋升机会时，派系势力也 

必然在这一过程中潜滋暗长。朱家骅系在战时的形成与膨胀即为显例。当蒋介石有所意识，并有 

心加以纠正时，党内这种抱团取暖与权力私相授受的恶疾已积重难返，不仅在战时选举制外衣的遮 

蔽下延续，反而使党机器距离全线崩溃又迈近了一步。

〔作者梁馨蕾，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马晓娟-

① 《王子壮曰记》第 8 册 ，1943年 9 月 1 1 曰，第 3 5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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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foreign enemyL oppression, how to integrate the Party, government and army organizations

and construct the top design of the Kuomintang in wartim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test of war was a “difficult problem” 
that puzzled Chiang Kai-shek.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established in August 1937, and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established in February 19%9, became Chiang Kai-shek’s “answer” to such a difficult problem.

In fact, since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was create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Supreme Headquarters with
wartime commanding responsibilities,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s successor to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inherited only its predecessor’s status as a wartime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 and did not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ilitary command, and never got rid of the hassle of day-to-day administrative affairs. Chiang Kai-shek continued to 
strengthen his own think tank teamand staff organization by setting up the secretarial office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and reorganizing the specialized committees. The creation of the Supreme National Defense Council objectively
strengthened Chiang Kai-shek’s individual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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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24, after the Kuomintang reorganized itself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Russia, the organizational principle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required that the Party headquarters at all levels must be directly elected. Subsequent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broke down, and the situation in North China disturbed, resulting in the
practice of electoral system to go through twists and vari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Kuomintang
had once explicitly suspended provincial and county elections. Although the election system had been reopened soon after,
the electoral system had become a tool of factional struggles within the Party. Among them,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Zhu
Jiahua Clique and the CC Clique in the local party headquarters was the main line, and also mixed with struggles among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Youth League, the Political Sciencc Clique and local power groups. Under tlie cover of tlie 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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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pulate the elections. In the e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failed to revitalize the Party dairs, but r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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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ing in the Kuomintang into a more precarious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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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is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in the history 〇f the CPC. The 

Rectification Movement in Taihang base area is regarded as a typical one in various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in N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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